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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umul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the continuous improve-
ment of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strategic-asset-seek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 has be-
come a means for enterprises’ technological catch-up. Based on the Awareness-Motivation-Capability 
(AMC) framework of dynamic competition theory, the paper explores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Chinese enterprises’ strategic asset seeking OFDI by using the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method.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87 Yangtze River Delta manufacturing enter-
prises draws four dynamic configurations of strategic asset-seeking OFDI, i.e. awareness-driven, mo-
tivation-driven, capacity-driven, and awareness-capacity-collaborate-driven. Therefore, the enter-
prises should increase the R&D investment and broaden the strategic vision while paying more at-
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absorption cap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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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企业国际化经验的积累和技术能力的不断提升，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OFDI)正在成为

企业技术追赶的重要手段。基于意识–动机–能力(AMC)动态竞争理论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方法(fsQCA)，对中国企业进行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的决定因素进行了探究。基于87家长三角制造业企

业的实证研究显示，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具有四种动力构型：意识驱动、动机驱动、能力驱动及意识与

能力协同驱动，其中以意识与能力协同驱动最为常见，对此，企业应在强化研发水平和拓宽战略视野的

基础上，重视对战略资产消化与吸收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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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大规模吸收制造业 FDI 和开展加工贸易。

在推动本土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同时，也造成了本土企业对外资技术溢出的过度依赖和价值链的低端

锁定。随着国外技术封锁的加强和利用外资技术溢出效应的逐步弱化，越来越多的长三角企业开始面向

发达国家主动进行战略资产寻求型投资，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实现技术赶超。据不完全统计，2010~2017
年间，长三角企业对发达国家的 OFDI 金额占比高达 58.82%，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 27.65%，且企业对发

达国家的 OFDI 以跨国并购、设立研发机构为主，如江苏徐工集团在欧洲设立研发总部、浙江万丰完成

对奥地利钻石飞机公司的收购、上海电气全资收购德国 BAW 航空装备制造公司等。这些缺乏垄断优势

的国际化后发企业为何能在发达国家从事战略资产寻求型 OFDI，其驱动因素有哪些？这些因素又是如何

发挥作用的？对上述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在理论上深入理解中国企业战略资产寻求型 OFDI 行为，并对企

业利用战略资产投资进行技术追赶提供指导。 
自从 Dunning (1993) [1]提出战略资产寻求型 OFDI 概念以来，众多学者围绕着战略资产寻求型 OFDI

的驱动或诱发因素展开了研究。从行业层面来看，Cui 等(2014) [2]认为企业所处的行业利用外资比重越

大，进行技术寻求型 OFDI 的可能性越大；而国内行业竞争、与东道国行业技术差距也对企业战略资产

获取 OFDI 具有重要的影响[3]。在企业层面上，众多学者关注生产率水平[4]、国际化经验[5]及网络能力

[6]对其战略资产寻求型 OFDI 的促进或推动作用。 
虽然大多数学者意识到战略资产寻求型 OFDI 是由多种因素驱动的，但是鲜有学者对战略资产寻求

型 OFDI 驱动因素之间的关联性进行深入探讨。根据动态竞争理论的“意识 (Awareness)–动机

(Motivation)–能力(Capability)”分析框架(以下简称 AMC)，企业的战略行为受到意识、动机和能力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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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作用。为更好地揭示各因素间的相互关联和系统作用，本文从动态技术追赶的视角，将 AMC 多维度

因素同时纳入分析的框架，采用适合交互影响分析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系统考察战略资产寻求型

OFDI 的驱动因素及内在作用机制。鉴于上述原因，本文以 87 家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上市企业为样本，在

分析企业进行战略资产寻求型 OFDI 的驱动因素的基础上，使用集定性和定量分析特质于一体的模糊集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来反映 AMC 框架下各驱动因素的交互性质以及探索企业进行战略资产寻求型

OFDI 的异质性动力机制。 

2. 理论框架 

AMC 分析范式首先由 Chen (1996) [7]提出，他将企业面临竞争对手攻击时是否采取行动的核心驱动

因素归结为意识、动机和能力三方面，其中，意识是企业的一种感性行为，即企业对竞争对手的行为及

市场机会保持高度敏感；动机作为一种心理认知现象，是企业对竞争行动采取的回应策略；而能力则是

企业针对追赶者所进行的实际回应[8]。作为动态竞争理论的经典分析框架，AMC 被普遍运用于企业资源

整合策略及竞争行动决策等领域的分析，为解释发展中国家企业通过战略资产寻求型 OFDI 进行竞争追

赶的动力机制提供了较为系统的分析框架。 

2.1. 意识维度 

1) 战略视野。企业从事竞争性追赶的动力来自于其对长期竞争力提升及最终获取市场领导地位的规

划，而非现有市场的即时收益。战略资产的商业价值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呈现。在评估外国战略要

素市场的机会时，企业需要具有长远的战略视野，寻求有助于实现其长期追赶目标的战略资产。具有丰

富国际化经验的企业高管，能够时刻关注国内和国外二元市场，敏锐地感知海外战略要素市场的机会和

潜在竞争对手的威胁[9]；他们所具备的广泛国际联系，能够提高企业与东道国的客户及供应商成功合作

的能力，增加了企业进行战略资产寻求型 OFDI 的成功率[10]。 
2) 行业开放。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与全球竞争对手的频繁互动提升了本土企业的竞争基准标

杆，暴露出其与全球竞争对手的差距，进而激励其寻求和整合国外战略性资产以缩小技术差距[11]。然而，

也有研究显示，落后企业也可能基于某种战略意图主动出击，而不是根据现有竞争地位及行业开放进行

追赶[12]。这表明，行业开放是企业进行竞争性追赶的非必要条件，但对那些实施主动追赶战略的企业可

能没有影响。 

2.2. 动机维度 

1) 技术差距。有学者认为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技术水平差距越大，本土企业对其投资就越多[13]，
也有学者得出了技术差距会抑制中国进行对外投资的结论[14]，但众多研究表明，技术差距对 OFDI 的影

响是非线性的[15]，需要技术吸收能力的共同作用。当本土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技术差距过大时，若企业

仅有不完全的吸收能力，虽然此时企业的学习空间很大，但难以学习并消化国外先进技术，此时企业会

更多地选择出口。随着技术差距的缩小，企业的学习空间也在缩小，但相对吸收能力却在增强，企业会

更积极地进行 OFDI。因此，当技术差距较小时，适当扩大技术差距对 OFDI 有促进作用；而当技术差距

扩大至一定程度时，由于企业吸收能力降低，该促进作用可能减弱[3]。 
2) 资源冗余。企业内部资源冗余对其采取行动扭转当前劣势、追求可持续竞争力具有激励作用。战

略资产获取型 OFDI 对企业资源冗余要求更高，特别是当企业存在资源冗余时，能够为其战略资产寻求

提供风险缓冲作用[16]，这种缓冲有助于企业进行广泛而持续的搜寻，以提升战略资产寻求的成功预期，

从而激励企业从事战略资产寻求型 OFDI。然而，过量资源冗余也会造成企业安于现状，从而对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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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动和突发的市场转变反应迟钝[17]。与此同时，出于对资源安全的渴望，缺乏资源冗余也可能促使企

业寻求战略资产。 

2.3. 能力维度 

1) 网络能力。东道国制度障碍对任何进行 OFDI 的企业都是一项重要挑战。由于当地利益相关者的

政治和社会抵制，新兴跨国企业常常面临在东道国经营合法性的挑战，成为其获取东道国资源和战略资

产的制度障碍。普遍认为，良好的政治关系有助于企业扩大 OFDI 规模，但这种促进作用并非是简单线

性关系，常常需要双边政治制度的互补优化[18]。与此同时，企业可以借助商业网络联系来克服国外经营

劣势和外来者劣势，成功开拓外国战略要素市场。 
2) 研发能力。众多研究表明：企业能否通过战略资产寻求型 OFDI 获取积极的逆向技术溢出仍取决

于自身的吸收和创新能力，具有较强研发能力、重视研发投入的企业往往更有动力从事战略资产获取型

OFDI，也更能够通过 OFDI 获取先进技术。然而，一些学者也认为研发投入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并非简

单的线性关系，并非所有研发能力强的企业都会选择战略资产寻求型 OFDI 进行技术追赶，跨国经营能

力、技术差距及人力资本等其他因素对于 OFDI 也有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综上所述，单个 AMC 条件不足以引发企业的追赶行为，它们共同构成了企业战略资产寻求 OFDI

的推动条件(如图 1 所示)。但这些因素的内在互动机制如何，它们如何相互影响，以共同驱动长三角制造

业企业战略资产寻求型 OFDI 仍不明确。为此，本文借助 fsQCA 方法来探索六种驱动因素的协同作用机

制以及各因素间的相互关系，为推进本土制造业企业进行战略资产寻求型 OFDI 提供合理方案。 
 

 
Figure 1.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is article 
图 1. 本文的理论框架 

3. 研究方法和数据 

3.1. 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 fsQCA 方法来检验战略视野、行业开放度、技术差距、资源冗余、企业研发能力和网络能力

六个条件变量如何相互作用，构成企业进行战略资产寻求型 OFDI 的不同组态。本文选择 fsQCA 方法基于

以下三点考虑：第一，fsQCA 与传统的回归分析并不相同，该方法可以处理多个变量之间复杂的协同互动

关系，对企业进行战略资产寻求型 OFDI 的复杂原因做出合理解释[19]，而不是关注单因素的“净效应”，

且战略资产寻求型 OFDI 的影响因素之间存在相当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因此本研究更适合采用 fsQCA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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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各条件变量之间的复杂性。第二，该方法还可以得到具备等效结果的条件组态，帮助人们理解在不同

情境下造成差异化结果的驱动机制，并进一步探讨条件之间的替代关系。第三，虽然聚类分析、因子分析

也能识别组态关系，但这些方法并不能和 fsQCA 一样识别条件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组态等效性。 

3.2. 样本识别 

由于战略资产寻求型 OFDI 对企业实力和资金要求较高，投资主体主要是资金实力较为雄厚的上市

公司。鉴于本研究的目的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了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首先，

从国泰安数据库中筛选出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上市公司共 1646 家，与商务部公布的 2003~2017 年境外投资

企业(机构)名录进行匹配，得到 419 家从事过 OFDI 的制造业企业；其次，进一步剔除仅在境外设立了外

事处或贸易服务机构，或仅在避税天堂和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以及中国台湾等地区投资的企业，得到 114
家样本企业，最后剔除关键指标缺失的样本，共得到 87 家有效样本。 

3.3.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1) 结果变量。本文选取企业对战略资产寻求型 OFDI 的选择作为结果变量，借鉴相关学者的研究，

根据境外投资企业目录公布的境外经营范围，将其中包含技术支持、产品设计及研究与开发等关键词的

OFDI 企业确定为战略资产获取型 OFDI 企业。根据上述标准，本研究把样本企业分为普通 OFDI 及战略

资产寻求型 OFDI 两类，将开展过一项及以上战略资产寻求型 OFDI 的企业赋值为 1，进行普通 OFDI 的
企业赋值为 0。 

2) 条件变量。条件变量的组合被称为构型，由于构型的数量会随着条件变量的增加呈现指数级增长

(2n)，且本文只拥有 87 个样本，故本文选择了以下 6 个与企业是否进行战略资产寻求型 OFDI 相关的影

响因素作为本文的条件变量。 
a) 战略视野。本文借鉴宋铁波等(2017) [20]的做法，采用样本企业 2013~2017 年具有海外任职经历

或者海外求学经历的高管人数与高管总人数的比值的平均值来衡量高管国际化视野。 
b) 行业开放度。鉴于利用外资是长三角地区对外开放的最重要形式，本文采用行业利用外资水平来

衡量其对外开放程度。根据样本企业所属行业二位数分类，本文采用 2013~2017 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

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的工业销售产值与该行业工业销售产值的比重作为衡量指标。 
c) 技术差距。本文结合微观企业研究的特点，采用王碧珺等(2018) [3]的方法，首先根据各企业年报、

国泰安 CSMAR 数据库识别出样本企业所属细分行业及主营产品，再根据识别出的细分行业或主营产品

到国家知识产权局中进行 IPC 分类行业的对应匹配，最后通过 OECD 专利数据库，选用 2013~2015 年投

资各国与中国相应行业的比值的平均值作为行业技术差距。 
d) 资源冗余。财务冗余作为企业资源冗余的一种表现形式，本文借鉴采用 2013~2017 年样本企业流

动比率(流动资产除以流动负债)的平均值来衡量企业的资源冗余[21]。 
e) 研发水平。本文借鉴大部分研究的做法，将 2013~2017 年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的平均值来

衡量 OFDI 企业的研发水平。 
f) 网络能力。网络能力是一个多维度的指标，难以进行直接衡量，本文从商业网络和政治网络两方

面，以多个二元变量累加组成的复合指标来衡量企业的网络能力。商业网络方面，以 2017 年为参照，以

企业是否在其他东道国进行过 OFDI 为标准，作为商业网络广度的衡量指标；以企业高管是否在商业、

金融机构任职为标准，作为商业网络深度的衡量指标；以企业是否在此之前在投资东道国进行过 OFDI
为标准，作为商业网络强度的衡量指标[22]。政治网络方面，除了以高管是否在政府部门任职为标准[23]
进行赋值外，还以企业是否存在国有控股为标准，以上五方面分别赋值为 1 和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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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变量校准 

进行 fsQCA 分析首先要对研究涉及的变量进行校准。战略视野、行业开放度、技术差距、资源冗余、

企业研发能力和网络能力六个条件变量按照 Ragin (2008) [24]提出的三值模糊集方法，采用相关变量的

95%、50%和 5%分位数值分别作为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的阈值，企业是否进行战略资产寻求

型 OFDI 作为二分变量，1 为完全隶属点，0 为完全不隶属点。各变量的校准信息见表 1。 
 
Table 1. Variable calibration 
表 1. 变量校准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目标集合 完全隶属点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点 

结果变量 战略资产寻求 assets 寻求战略资产 1 - 0 

条件变量 

战略视野 sight 长远战略视野 0.6952 0.1429 0 

行业开放度 open 高行业开放 0.6599 0.3866 0.1865 

技术差距 gap 技术差距大 6.7762 2.8293 0.6220 

资源冗余 slack 高流动比率 7.2911 2.0506 0.9682 

研发水平 R&D 高研发投入 11.4056 4.0800 1.8352 

网络能力 net 高网络能力 5 4 1 

4. 数据分析及研究结果 

4.1. 必要条件分析 

与绝大多数的 fsQCA 研究一样，本文在进行组态分析之前，首先进行单个条件变量的必要性分析。

运用 fsQCA3.0 软件可得表 2 单个条件变量的必要性分析，由此可得到所有变量的一致性均小于 0.9，说

明以上六个条件变量都不是企业进行战略资产寻求型 OFDI 的必要条件。 
 

Table 2. Necessity analysis 
表 2. 必要性分析 

前因条件 一致性 覆盖度 

sight 0.4696 0.8154 

~sight 0.5304 0.7952 

open 0.4106 0.8292 

~open 0.5894 0.7883 

gap 0.4370 0.8056 

~gap 0.5630 0.8038 

slack 0.4146 0.7714 

~slack 0.5854 0.8299 

R&D 0.5341 0.8467 

~R&D 0.4659 0.7612 

net 0.4986 0.8218 

~net 0.5014 0.7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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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组态分析 

在分析单个驱动因素必要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多因素构成的不同组态导致企业进行战略资产寻

求 OFDI 的充分性，即各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与上述必要性检验的原理不同，充分性分析是探索各

条件组态集合是否为结果集合的子集，组态的充分性通常也使用一致性水平来衡量。本文参考国内学者

常用的做法，将一致性阈值设为 0.8，并结合 PRI 一致性大于 0.75 的标准[25]。鉴于本研究的样本量为

87 家，属于中等样本，故设定频数阈值为 1。 
由于绝大部分驱动因素对企业寻求战略资产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难以对其做出绝对的反事实分析，

所以本文在处理中间解时选择了“存在或缺席”。fsQCA3.0 软件输出的三种不同类型解中，由于各驱动

因素均非企业选择进行战略资产寻求型 OFDI 的必要条件，复杂解与中间解一致。因此，本文通过比较

中间解和简约解来区分核心条件和辅助条件，并得到企业进行战略资产寻求型 OFDI 的四个条件组态。

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无论是单个组态还是总体解的一致性均高于 0.8，说明四种组态皆为企业选择进行

战略资产寻求型 OFDI 的充分条件。 
 
Table 3. Configuration analysis 
表 3. 组态分析 

条件变量 
构型 

1 2 3 4 

国际化视野 ● ● ●  

行业开放度  ● ●  

技术差距 ●  ● ● 

资源冗余 ● ●   

研发水平 ● ● ● ● 

网络能力   ● ● 

一致性 0.8421 0.8126 0. 8087 0.8004 

原始覆盖度 0.1501 0.1350 0.1353 0.1553 

唯一覆盖度 0.0300 0.0264 0.0539 0.0311 

总一致性 0.8470 

总覆盖度 0.2776 

备注：●表示条件变量存在，表示条件变量不存在；大圆圈表示核心条件，小圆圈表示非核心条件，空白表示条件变量的出现与否不影

响结果发生。 
 
表 3 中的四种组态均为企业选择进行战略资产寻求型 OFDI 的充分条件组合。具体而言：从横向来

看，研发水平这一条件变量出现在了四种组态中，说明了拥有一定的技术吸收能力对于制造业企业 OFDI，
尤其是战略资产寻求型 OFDI 的重要性，这也再次证实了部分学者的观点。 

组态一(Sight * Gap * Slack * R&D * ~Net)表明无论该行业开放度如何，即使企业缺乏良好的网络能

力，凭借着企业存在的技术差距、高层良好的国际化视野、自身较高的资源冗余与研发水平，企业能够

获取战略资产以进行竞争性追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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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态二(Sight * Open * Slack * R&D * ~Net)表明虽然企业缺乏良好的网络能力，但当企业所处行业开

放度很高，存在较多的冗余资金以及较强的研发能力，依旧能够凭借自身的冗余资源购入战略资产。 
组态三(Sight * Open * Gap * ~Slack * R&D * Net)表明企业虽然缺乏冗余资源，但这种全面型的企业

自身不仅有国际化视野、较强的研发能力与网络能力，而且所处行业高度开放，从而能够弥补与投资东

道国的技术差距，以获取自身所需的战略资产。 
组态四(~Sight * ~Open * Gap * ~Slack * R&D * Net)表明企业高管缺乏国际化视野，所处行业开放度

不高并缺乏冗余资源，但这类企业能够凭借自身过硬的研发能力及网络能力弥补与投资东道国的技术差

距，从而获取并吸收自身所需的战略资产。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我国 87 家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上市企业为案例，引入 fsQCA 方法对意识、动机和能力三个层

面六个条件变量进行条件组态分析，试图拓展中国情境下的 AMC 框架，从而探讨影响企业进行战略资

产寻求型 OFDI 选择的多重并发因素和联合作用，得到以下三条结论： 
1) 意识、动机、能力条件均无法单独构成企业进行战略资产寻求型 OFDI 的必要条件，需要三方面

条件的共同作用，并形成了四种驱动模式：意识驱动型(组态二)、动机驱动型(组态一)、能力驱动型(组态

四)以及意识–能力驱动型(组态三)。其中，意识驱动型企业处于高度开放的行业中，企业高管拥有国际

化的视野，能够为实现长期的竞争目标而进行海外战略资产寻求。动机驱动型企业所处行业与发达国家

存在较大的技术差距，内部具备充裕的冗余资源以备寻求战略资产。能力驱动型企业具有较高的研发水

平以吸收先进技术，同时较强的网络能力使得企业在寻求海外战略资产时能够克服局外人劣势。而意识

–能力驱动型企业兼具意识与能力驱动型的优势，并且涵盖的案例数最多。 
2) 意识、动机与能力条件的替代关系。通过比较意识驱动型及动机驱动型战略，可得到技术差距和

行业开放能够相互替代以驱动企业进行战略资产寻求型 OFDI，即技术差距和行业开放在克服企业网络能

力缺失所带来的信息不对称上具有相似的作用。正因如此，高国际化程度、高流动比率、高研发水平和

低网络能力，这四者只需要与较大的技术差距和较高的行业开放两个条件中一个组合便可推动战略资产

寻求型 OFDI 的产生。 
3) 研发水平及技术差距相对其他条件而言，对企业战略资产寻求型 OFDI 发挥更加重要的驱动作用，

且二者既相互替代又互为补充。在意识驱动型战略、能力驱动型战略以及意识–能力驱动型战略中技术

差距与研发水平存在着互补的关系，企业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使得企业吸收能力增强，而较大的技术差

距又能使得企业的学习空间扩大。在动机驱动型战略中，技术差距与研发能力存在着替代关系，高强度

研发投入是企业为缩小技术差距而进行 OFDI 的核心原因。 
本文结论对于促使中国企业进行战略资产寻求型 OFDI 具有如下实践启示： 
1) 意识、动机、能力三者互补关系的存在揭示出企业选择进行战略资产寻求型 OFDI 的复杂性。本

土跨国企业可以基于自身已有的优势，形成差异化的发展路径。例如研发水平较弱的企业通过加强海外

网络能力，以破除意识与动机等主观条件的制约。2) 中国 OFDI 企业应在强化研发水平和拓宽国际化视

野的基础上，重视对先进战略资产的消化能力与吸收能力。中国企业作为先进资产的接收者，应当不断

增加研发投入，以提高吸收战略资产并将其与现有的企业资产相结合以进行创新的能力。3) 从政府方面

来说，在当下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形下，积极采取建立贸易协定、取消投资壁垒和加强经济

文化合作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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